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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主旨在于探索经济发展的规律，史学的目的在于研究

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归纳，经济史的要领是探索经济社

会发展的规律。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人们研究经济史，可为当代

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而为政府的经

济决策和制度制定提供参考依据。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研

究是枯燥的，史学研究更是乏味的，要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检索翔实

的个案研究资料，在故纸堆中翻找可信的佐证，实在是一件十分艰巨

而痛苦的事情。为此，从事经济史学的研究必须具备安心、沉心、专

心、热心的“四心”精神，惟有如此，才能有所成就。我认为，具备这种

精神的学者，相对一些急功近利、轻浮毛躁的人来说，尤其凸显其可

爱与可敬；在拜金主义者面前，更彰显其难能可贵。龚汝富博士的力

作《清代江西财经讼案研究》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经过作者多

年锲而不舍的艰苦努力才能得以完成并最终付梓的。

我赞赏汝富博士的这种执著精神，更以务实的态度称道这本著

作。《清代江西财经讼案研究》以江西为研究地域，以清朝为研究断

代，以财经讼案为研究主线，是一部很具特色的经济史专著。掩卷思

之，我以为本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面广。就经济而言，其牵涉

面自然相当广泛，本书虽然仅以清代为研究的时代背景，以财经讼案

为主轴，但话题包括土地产权、赋税征管、军役分派、商旅安全、漕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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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贴、义图制度等等，涉及财经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在如此狭小的界

定范围内包罗如此丰富的内容，着实不易。二是线直。研究经济史

的切入点是可以很多的，但本书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以讼案为主线，

明晰而平直，所列十一个例证，都是因经济纠纷而产生的诉讼案件，

这较之其他相关著述而言，确实是另辟蹊径，读后令人耳目一新。三

是域窄。面广之含义，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区域之大。本书恰恰不然，

而仅以江西这一地方财经史为研究对象，体现的是地方财经史特色。

但是，麻雀解剖知晓飞禽，以小而见大，小处着手，大处着眼，我认为

这正是本书的成功之处。显然，财经史研究的其他共性特色，诸如史

料扎实、引证可靠、结论可信等等，本书自不必待言了。

潜心学海，默默钻研，汝富博士有着这么一种执著的学者风格；

淡泊名利，求真务实，汝富教授也有着这么一种优良品质。这种风格

和品质，也正是当今学者必须具备的。也只有具备了这种风格和品

质，使做人与做学问二者统一，方能有所成就。就我所知，在经济史

研究方面，汝富博士是江西财经大学卓有成就的教授之一，这是他多

年来努力拼搏的结果。值此新作面世之际，我谨以此序致贺，并祈愿

汝富博士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江西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摇刘汉屏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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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西减浮讼争中的
乡绅与江西籍官僚

摇摇明清时期，江西地区在浮重的赋役压迫下，不仅一般的平民百姓

不堪重负，纠缠于赋役转嫁讼争之中，而且缙绅之家也不堪其扰，哓

哓舌辩于公庭，以图卸脱浮赋重役。所以，我们从大量的赋役讼案中

看到的图景是，青衿言于庠序之间，而缙绅言于公庭之上，监司剖断

则勒石于通衢大道之旁。在区域内部转嫁矛盾、消化责任的同时，如

何争取轻赍优惠和核减浮赋的待遇，地方乡绅们努力寻求着解决的

办法。自明末至清初，江西地区绅民纷纷要求朝廷统一赋役负担水

平，核减赋役浮额，域内各地此起彼伏，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减浮

讼争，推动了国家赋役政策的均衡转变，而源于乡绅的江西籍在朝官

僚，据于乡情和家族的切身利益，也纷纷附和和呐喊，促使朝廷对江

西地区赋役浮额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从而形成了一个上下互动的

改革舆情。虽然国家不可能完全依据地方舆论进行浮额核减以满足

民间的轻赍要求，但是江西地区在这一场赋役讼争中实际上获得了

不少实质性的好处，江西地方乡绅和江西籍在朝官僚扮演了极为重

要的领导角色。探索这一场赋役讼争中的江西乡绅和江西籍官僚的

作为和作用，将有利于我们研究传统社会尤其是江西古代社会的赋

役负担及其递解责任的分担问题，也可以为我们研究传统社会经济

纠纷的形成与解决机制提供一个现实范例。



乡绅的社会资源与地方权威

在我国古代社会中，乡绅一直介于国家权力与山陬穷民之间的

结合点，在民间自治中扮演骨干作用。无论是秦汉的三老，还是唐宋

的乡党、里正，甚至明清的耆旧、粮长、都保、图甲以及广大生员，他们

都扮演着上达民情、下覃皇恩的使者。他们大都秉承“耕读传家”的

生活方式，始终是居于封建等级金字塔中间的稳定力量，也是乡村组

织中的核心力量［１］。乡绅拥有古代社会最重要的两种社会资源———

知识和土地，从而成为历次改朝换代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最基本的

阶级力量，常常被认为是“地方元气”所在，需要地方政府防备诈害和

加倍培植，“市有富商，乃成巨镇，野有富民，乃为大邑。二者地方之

元气也。然而一家饱暖，千家觊觎，官不为保护之，势必日削月蹙，以

同归于尽。缓急何所恃耶？况殷实之户，怕官府诛求，怕书吏需索，

怕讼棍簸弄，怕无赖骗害。人即以非礼相加，有忍而受之矣。其或欺

侮者相循，剥削者不已，于是急而成讼。大抵富与贫讼，贫直者十之

二三，富直者十居七八。而明聪之吏多左贫而右富，谓为富者必不

仁，抑又偏矣”［２］。拥有知识，使之有机会通过科举跻身官场，成为报

效国家的士类楷模，“在国当为忠臣”；拥有土地，使之成为地方社会

保富济贫、催粮息讼的一方人望，“在乡当为善士”。［３］当然，这是士大

夫所描绘的一厢情愿的图谱，现实生活中的乡绅往往与之背道而驰。

一方面，他们勾结官府，包漕揽讼，鱼肉乡民；另一方面，他们唆弄愚

民，咆哮公堂。由于乡绅在地方事务中的模范表率作用和穿针引线

功能，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强大的封建地方势力得以形成。傅衣凌

先生曾将这种社会共同体叫做“乡族”，日本学者对此还进行过辨析

解释［４］。

明末以来，以监生、耆旧为主体的乡绅，在地方吏治和社会控制

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部分人的堕落，直接导致地方吏治的腐

败和民风的肃静，所以时人高呼：“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

而用世之才出。”［５］尽管清代江西乡绅未必都是抗拒官府与欺压百姓

的蠹虫，但他们处于官方与民间社会结合点上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

在地方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例如，康熙十三年九月，万载县棚民朱

益吾响应进入湖南境内的吴三桂叛军，占领并洗劫了县城。叛军盘

踞万载、铜鼓、新昌（今宜丰）三县交界处山区十多年，人数最多时逾

万，官府对之无可奈何。相反，叛军啸聚日多，成为地方残黎指陈赋

税繁重、要求减免负担的最有力的依据。康熙二十二年，乡绅辛承顼

等向官方上呈《绅衿里民公状》，指陈万载百姓在战乱之后有“十

难”，需要朝廷考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知县常维桢也在《申详惨苦

情形文》中报告了被洗劫后整个万载县的残败情形，老百姓“恳请勘

豁”，“哀号道左，扳辕环诉诸荒状，每日不下数十余张”。乡绅在这

场官方与叛军的对峙中，就利用了官府在乡村治理中的弱势而对之

施加压力，从而赢得了蠲免赋役的优待。［６］又如康熙三十六年安义县

建立义学一所，共计九间，旁东赵公讲堂也有六间，至乾隆三十七年，

县丞李鹏翰占据赵公讲堂作为衙署，义学无所寄存，因而遭到阖邑士

绅的坚决反对，他们联名上书到南昌府未果后，便请邑人福建建宁知

府詹易牵头，再向巡抚衙门控告，县衙不得不作出让步，捐银一百五

十两修缮义学，返还民众。［７］乡绅敢于抗拒来自官府衙门的威势，常

常使他们在民间百姓中树立为民请命的豪迈形象，而令人肃然起敬。

其实，地方乡绅甚至官僚这种为家乡不平事务鼓与呼的做法，在传统

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傅衣凌、陈支平先生从福建省云霄县

档案馆获见明代嘉靖进士、云霄前涂人林偕春所著《云山居士文集》，

其中卷四有《代乡人呈罢榷税启》，记录了当时内监衙门在云霄别起

榷税而民众奋起抗争事。乡间士民呐喊无力，云霄籍在任官僚林偕

春代表家乡百姓上书朝廷，要求罢免榷关，以利于乡民生活。［８］这种

在任官僚为故里事务出面干预的事情当不在少数，明代乡贤邹维琏

著《达观楼集》，其中为家乡江西新昌县呼吁减免浮重赋役的奏折书



启占有相当的比重。笔者从家乡宜丰县潭山镇龙岗村觅得清代乾隆

年间邹氏后人订立的赋役兑换规约，发现它也是根植于明代邹维琏

在纂修族谱时留下的训规。以上例证说明，传统社会乡绅官僚不仅

扮演了为民请民、上达天听的角色，而且在地方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在清代，乡绅的这种角色显然得到强化，如清代乐安理学名

流原良“平生笃念桑梓，如轻赍丁粮马政兵营，必力请当事，期与众便

而止”［９］。为民请命，是乡绅在民间树立四民楷模基本要求。如明末

清初上高县人黄鼎彝，为诸生三十年，“瑞州旧有浮粮困甚，顺治初，

鼎彝首倡三邑绅耆呈请奏减，觐臣入告。遂获减浮粮九万九千六百

有奇。三百年重困一朝以甦”。正是通过黄鼎彝与新昌官绅戴国士

等人呼吁，清初瑞、袁二府的减浮运动才得以启动［１０］。而在抚州地

区，虽然浮赋远不如瑞、袁、南昌三府形势严峻，但是编丁兑漕事务也

搅得所属各县鸡犬不宁，在籍官僚和乡绅罢吏大打口水仗，甚至连官

府都不承认其乡绅资格的乐安生员游龙，于顺治十一年奉旨审丁，他

援例具控府院，“乐邑旧例，丁随粮出，故官无审丁之烦，民无贫丁之

累”。邑令寇印桢据呈申详上宪，巡抚蔡士英愤怒批复：“乐邑原系一

条鞭，则丁随粮转明矣，该县乡绅不言，耆民又不敢言，独此生硗硗言

之，真所谓歧阳之鸣凤也，仰乐安县照依原额缴。”［１１］

乡绅的影响力与地方权威，首先来源于他们拥有丰富的社会资

源。而这些社会资源的取得又得益于他们与官方存在着共同的知识

背景。许多乡绅因为一度在州县府学甚至国子监接受教育，与那些

通过科举成功走上官场的仕宦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一些乡绅

本身也是潜在的官僚胚子，他们与衙门走动串通也就非常便利。如

史载明代官僚解缙幼年与寡母被俗吏催科急迫，写诗向县令控诉：

“母在家中守父忧，却教儿子诉原由。他年谅有相逢日，好把春风判

笔头。”县令对文采飞扬的解缙刮目相看，即指以门前小松树为题，请

解缙作诗题咏，解缙诗云：“小小青松未出栏，枝枝叶叶耐霜寒。如今

正好低头看，他日参天仰面难。”［１２］“他日参天仰面难”，正反映官府



与文化人之间存在的一种天然的联系，由于科举制度的安排，许多地

方官不能不顾及到地方才俊日后成功的影响。又如康熙年间贵溪知

县黄鹤鸣，见一士子在公堂上为人作证，“麾之退曰：‘若读书子，奈何

跪公庭？’”在地方官眼里，士子是不屑于公庭质讼的，勤奋好学、争取

科场高中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夙愿，也是其光宗耀祖的希望所在。

“乡民某讼不直，将予杖，某呼曰：‘公拔取童生某，吾儿也。’鹤鸣曰：

‘若有佳儿，且贳之，宜改行易辙。’”［１３］可见，拥有文化资源，成为官

方刮目相看的重要依据。当然，由此也衍生出我国封建社会一种非

常独特的现象：一方面在缴纳国家赋税中为百数十两税银举县缠讼

不已，百般诉苦，要求轻赍待遇；而另一方面，在捐助学额，培养文化

士人方面，万两捐赠似乎轻而易举。如咸丰年间礼、户、兵三部汇奏

《增广学额奏稿》，根据增广学额章程，一县捐银增广学额一万两，准

广文武学定额各一名；捐银二千两，准广一次文武学额各一名。享受

轻赍待遇的乐安县，绅民一次共捐银九万八千四百零六两！以九万

两请加广文武学额各九名，以八千四百零六两请加广一次文武学额

各四名。［１４］咸丰七年清江绅民捐输炮船军饷，援例加永远文武学额各

五名；九年清江捐输军饷加永远文武学额各三名；同治九年奏准清江

在四川绅商捐输军饷加永远文武学定额各一名；十年清江捐输军饷

加永远文武学定额一名。［１５］“同治三年，湖南巡抚恽世辉，以江西安

义绅商捐费一万两，拨入原籍奏准加广安义永远文武学额各一名。

同治七年巡抚刘坤一奏安义县军兴以来，迭次团练经费请以银一万

两加广南康府永远文武学额各一名，以银九万两加广安义县永远文

学额九名，武学额七名；以银二万六千两加广安义县一次文武学额各

十三名。”［１６］尽管咸丰、同治年间的捐赠学额是在太平军围攻之下为

筹集军饷而采取的特殊政策，不具有普遍性，但是以学额为士民向善

的诱饵，正说明学额具有特定的社会价值，有了学额就有了输送官僚

的渠道，也就有了寻求政治资本和靠山的实力。就是在乡里乡亲的

平常生活中，乡绅仍然是民间百姓信任和依托的对象。我们从一些



乡绅地主的生活日记中可以清晰看到这种角色特征，他们日常活动

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就是帮助乡邻打理与官府的纠纷［１７］，在乡村民

众面前，他们是办事的能人，所以凡是要与官府打交道的事情，无一

不请乡绅出面。

乡绅拿着公众捐助的经费打点衙门中人，与之关系更加密切。

此举给予民众的印象是，乡绅们的背景和靠山更加坚固。同时，地方

官也倚重乡绅，因为他们对自己政绩的评价，往往成为地方舆论的导

向。“德政碑”、“去思碑”、“善治记”就是依靠乡绅来抬举的，明人对

此早有定评，“县官恋纸赎则偏护原告，羡生祠则党护学霸与土

豪”［１８］。学霸与豪就是乡绅另外一副面孔，他们武断乡曲，左右舆

论，常常成为地方官去留的关键因素。咸丰年间，龙南县教谕刘文燮

被上司考成贬得一塌糊涂而最终夺职回家，他不服气，发动他手下的

门生和乡绅地主来了一个挽留吁请，虽然呼吁没有改变其免职的命

运，但很快改变了上级衙门对他的看法。［１９］另外，在乡村自治社会中，

乡绅地主往往通过帮助乡邻排解纠纷、扶弱济困而树立威信。这种

权威的取得，有的直接来源于地方官府的授权，如“婚姻田土细故”的

纠纷裁定，地方衙门需要乡绅的帮助来查清事情的真相，或者干脆委

托里老绅耆调解；甚至笞杖之类的自治案件，为了防止衙门蠹役恶差

的敲诈勒索，常常借助民间里正保甲或者族长来扭送当事人。如此

一来，许多乡绅便在地方公共事务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清

代康熙年间婺源庶民地主日记所描绘的那样：落第生员詹元相，虽然

田产并不丰厚，但毕竟是地方上一个文化人，平常邻里之间婚丧嫁娶

和交易过付，无不请其书写文契帖子和担任中间保人，因而，整天像

个基层官吏一样为身边的乡亲生活忙碌着，在酒食应酬之际，发挥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２０］当然，从丰富的地方志书谱牒等民间文献资料看

来，乡绅在地方的威信主要来源于日常生活中承担大量乡村善事义

举，因而为乡亲所肯定。如清代江西广丰俞廷临，附贡生，“乡里雀角

之争，得其片言立解，若遇非法事，直绳不韪”；俞日羔，郡增生，“以身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倡邻里有争讼者，多方和解”；吴绍庭，例贡生，“排难解纷，乡里咸重

之”［２１］；丰城熊来澍，乾隆监生，“素行公正，数为人排解，终其身，里

无讼者”［２２］；德化县沈蓝生，邑庠生，“性公正，乡里构讼者，每造庐质

之，排解息讼”［２３］。甚至捐建官衙也是乡绅乐此不疲的义事，如宜黄

兴建县衙，县令感慨万千：“工既竣，因与士绅乡耆共落而序之，以见

余之拙而赖士民相与有成者也。”［２４］反映了乡绅在地方建设中的重

要作用。

我们从官方的文献中常常看到非常矛盾的记载：一方面特别依

赖那些年高德劭的乡绅耆旧发挥官府无法周知民间细故的拾遗补缺

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非常痛恨刁生劣监狐假虎威、鱼肉乡民的恶

行。虽然官方一直致力于约束乡绅中的败类，而乡绅作为一个整体，

良莠不齐、鱼龙混杂自然不可避免。考虑到乡绅中危害程度最烈莫

过于接近国家政权的那些在学的刁生劣监，他们往往凭借师友关系

而垄断地方社会资源，甚至左右衙门决断，因而国家限制最力的也是

这一部分乡绅。雍正四年，上谕训饬士人恶习云：“朕观今日之士，虽

不乏闭户勤修读书立品之辈，而荡检逾闲、不顾名节者亦复不少，或

出入官署包揽词讼，或武断乡曲欺压平民，或违抗钱粮藐视国法，或

代民纳课私润身家，种种卑污下贱之事，难以悉数。”［２５］例如，嘉庆十

年，吴江知县王廷宣因为与地方生监三百多人分用漕规，致使亏缺银

米，被勒休县令一职。中央政府对地方生监包揽漕项非常愤慨，并且

加紧了监督力度，“各省劣衿，往往出入公门，干预非分，以收漕一节，

持地方官之短长，而江苏尤甚。……动以浮费漕粮列名上控。其实

家无担石，无非包揽交收，视为利薮”［２６］。以乡村文化人为主体的乡

绅集团，同官方与民间共同构成一个纺锤形的利益阶层结构，由于官

方民间都依赖乡绅参与社会治理，因而乡绅集团形成一个超稳定的

社会共同体。对上是四民之首、民意代表，为民请命，义不容辞；对下

是官方代言人，地方建设中的倡议者和首事人物，扶弱济困，责无旁

贷。而其威信和危害都由此产生。江西地区历来是家族势力异常发



达的省份，家族豪霸与士子乡绅的结合，常常衍生出一种依赖家族财

力和衙门势力的纠缠讼事的恶棍。“江西民间多聚族而居，各族均立

祠堂，每祠俱有公费，以为族中祭祖修祠等项之用，原属敬宗收族美

意，近因习染渐漓，每有族中讼事，均取给于公费。出告者恃有公费

可以挥霍，妄兴雀鼠之争，扛帮者恃有公费可以侵渔。故做拖延之

计，……乾隆七年陈前部院任内有选立祠正之举，令其约束族众。族

中大小事即令祠正治以家法。……所有祠费但充祠中正用，永不许

取作兴讼之资，极为良法。……将愚民易犯罪名摘录汇册呈送，以凭

刊发各属，分给族正，令其朝夕讲读，俾愚民共知律例森严。互相告

诫，于人心风俗实是有裨益。”［２７］经过家族士棍长年累月的折腾，不

仅加剧了地方矛盾，而且也大大消耗了家族产业，家族凝聚力越来越

变得虚幻，“今宗祠变为讼馆，祭资竟成讼费”［２８］。

在处理地方赋税纠纷中，乡绅扮演的角色同样是双重的。从积

极的一方面来说，他们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号召力来帮助政府推动

各种均平税负的措施，如丈量土地、清查税籍、编审赋役成规，甚至摊

派地方浮赋溢额，没有地方乡绅的介入，就没有主心骨。如明代后

期，永新县为运丁纠纷聚讼不已，如何清理漕运事务，当时虽然对改

革漕运曾经有增济、清屯、出粮济漕等议论，而且官方对此也有“八变

之条陈，四疑之登答”，但是事情一直议而不决，最后还是由乡绅宪副

龙斗冲、侍御龙紫海等牵头，请托地方官吏妥议漕运事宜。［２９］又如上

犹县里民公记《康熙三十五年编审均粮记》所述，整个编审均粮都是

在通县乡绅的积极参与下顺利完成的，因为这些人本身就是地主豪

绅和纳税大户，因而也是均粮的重要争议者，官方能圆满完成赋役编

审，依靠乡绅地主的积极参与是非常关键的因素所在［３０］。又如江西

乐安县，因为地处山地，交通不便，全靠马递。额设马匹十七骑，每骑

工料钱十三两。但自从乐安成为粤闽浙交通要道之后，递送任务加

大，乐安马政远远满足不了现实需要，马户马役纷纷逃窜，于是政府

只好抓地方殷实之户临时摊派，苦累百姓。要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也必须依靠地方有力乡绅，因为马役负担必须在乐安县内匀摊、消

化，国家关心的是马役能否落实，而地方士绅关心的是这些负担能否

公平分配在每户人家，所以解决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争议妥协的过程。

最后，在地方绅士董惟震、詹迩达等人的倡导下，要求每匹马加工料

银十一两，共一百八十七两，由全县现年里长十二班大小班头轮流追

征，再由官府转交马户，以保证马政的顺利运行。［３１］从消极的一方面

来说，乡绅往往倚靠自己的人脉势力，在地方出现险情时找出各种借

口，对乡亲横征暴敛。如道光二十八年，贵溪县发生的闹漕案就很能

说明乡绅在基层社会的号召力。职员黄光炜聚议包漕，闻拿纠众拒

捕，尔后以“威逼勒折，焚抢毙命”等词赴都察院具控，因为包漕有利

于乡绅取得脚耗津贴，而由乡绅包漕总运可以省却许多胥吏敲诈勒

索，对百姓也有利，因而响应者甚众。［３２］如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江西许

多州县的乡绅，未经官方授权而私自设立民团组织，抽收税费。咸丰

四年，万载举人彭寿颐与杨罗峰因筹办团练征派经费的事情引起诉

讼。彭寿颐主张合万载六区之力进行编整，“贫者出力，富者出资”。

但是杨罗峰等向县令李浩控告其按照粮亩摊派经费，而且设卡抽收

钱文，阻碍商旅，吞没国家税收。随后又告到江西省首府南昌史知

府，并呈禀江西省巡抚陈启迈，将其捉拿到南昌受审。后来万载、宜

丰等地方相继失守，陈启迈也遭到曾国藩严谴。咸丰五年，彭寿颐赴

北京都察院控告陈启迈勾结地方蠹吏“弃城诈赃”。［３３］同治年间，上

高举人晏自翘、武举罗裕、禀生黄槐们等因堵剿贼匪之需要，私自组

织民团，抽收厘金，不仅一般民众怨声载道，而且引起部分乡绅的强

烈不满。此外，如果抽收的厘金殃及邻县民众，还往往诱发县域之间

乡绅们新一轮的口水战。［３４］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分析，地方乡绅与官僚在地方事务中都扮演

着特别重要的角色，起着独特的作用。一方面他们在推动地方事业

发展中分担了国家和地方民众的各种经济压力，作出了自己一份贡

献，而且由于他们拥有丰富的知识和人际关系，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给



乡亲提供许多排忧解难的方便，使得他们在地方上不仅是拥有土地

负担赋税，而且拥有地方事务的发言权。长此以往，他们在地方社会

中也积累了大量的政治资本，树立了相当高的威信，一旦地方有事，

他们在民间便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但是，乡绅与本籍官僚借助个

人威信，严重干预和垄断地方事务，包揽钱粮、纠缠诉讼、要挟和对抗

地方衙门的事情也常常发生，因而往往被官方斥责为武断乡曲的“刁

生劣监”、“土豪劣绅”、“罢吏恶霸”，在官方的文件中便留下了另外

一副形象。显然，无论角色好坏，作用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地

方事务中总是抛头露面的主角，不了解乡绅与本籍官僚这种独特角

色和作用，就无法理解明清时期江西的地方社会经济讼争此起彼伏，

尤其是邻近县乡之间山场地界和赋役负担纠纷，总是有官绅在后面

主持。如清代万载县与上高县的敖西地界纠纷，两县官绅李祖陶、卢

耿等先后在其中扮演主角；新昌县与高安县的浮粮数额之讼，两县在

朝的封疆大吏毛逵和朱轼也各为其分，对江西巡抚衙门先后施加压

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为乡土利益而争的“乡梓之情”，在传

统乡村社会被渲染成为一种厚德报本的美德，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出人头地的一个侧面。而处于一个封闭的利益集团中的民众，他们

很少考虑自己所要争得的轻赍待遇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前提

的，其减免部分所形成的经济负担，必然要转嫁到其他人的肩上，地

方衙门态度犹豫的原因也就在这里。只要诉讼双方拿出最有利于自

己胜诉的铁据，在不损害国家“天庾正供”的情况下，总是能够把这些

负担在局部范围内进行挪移，所以，我们看到的案件常常是纠讼数十

年甚至数百年的纠纷，也是双方人脉和权势博弈的现实写照。

乡绅在减免浮赋中的角色与作用

乡绅以其亲身感受，对国家赋税安排提出一些建议，如报灾和减

免，这在明代初期设立粮长制度时就赋予了其实际权限，并成为约束

地方官吏横征暴敛的重要砝码。但是乡绅本身就是农业社会中的既



得利益集团，拥有大量的土地，在赋役日益集中到土地来负担的条鞭

政策下，对国家赋税课征提出相应的对策，实际上就形成该阶层与国

家在利益瓜分中的讨价还价。乡绅在减免浮粮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

角色，起了什么具体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申诉地方困苦情状，表达减负的迫切需要。在江西地方志

中有两首信州谣，表达了乡里民食艰难、赋役浮折畸重、民众不堪重

负，特别具有说服力。

信州粮，粮何艰，十钟一石万里间。朝发钱王堤，暮过

严陵滩，舵尾白浪如银山。朝渡兰溪州，暮宿龙邱湾，峻如

牵车上鬼关。督吏驰檄夜传箭，布帆无风河水干，去年粮船

未及岸，今年又运八百万。只知彼地荒，不知浙东天也旱；

只知彼地饥，不知役户家无饭。［３５］

信州谷，何太贱，价百钱，无人问，官课不供父老怨。且

莫怨，还应喜，谁家还有买谷钱？一岁不登大乱起，饱餐饭，

耐鞭笞，但得室家不分离，犹胜死兵与死饥！［３６］

无独有偶，乡绅为地方贫苦乡亲而作的民谣哀咏，也常常见诸地方官

的笔端，只是不带有特定的乡谊感情而已，他们对民间百姓所遭遇的

横征暴敛，实际上也是心知肚明的。“天下真吏治，知县是始基。天

下大政事，收漕系民脂。昨见开漕示，某月某日期。父老急政供，相

约恐来迟。或以舟车载，或负肩背随。岂知守候苦，官懒吏亦欺。偶

然天小雨，开仓谓不宜。是时刚十月，凉风已凄其。忽报官临仓，小

民喜舒眉。仓吏打样米，着意簸扬之。一取复再取，升合成斗箕。淋

尖手欲扶，踢斛足将胝。遗米如遗珠，扫帚手自持。仓吏告官说，征

漕此旧规。官曰相沿久，何独异所为。昨载十斛米，来仓数参差。三

斛为一斛，何以尚短亏。欲去粮仍欠，眈眈如饿鸱。充腹有美食，着



体有鲜衣。嗟我终岁苦，颗粒无留遗。邻里四五人，踌躇各伤悲。多

方更相贷，倍息不敢辞。心头肉已刓，眼前疮暂医。东家方卖女，西

家又鬻儿。持此儿女钱，暂免皮肉笞。有田喜可耕，耕田不免饥。一

朝卖田去，将学游手嬉。良民失本业，天下事可知。上天胡震怒，下

民多怨咨。水旱与盗贼，冥冥皆有司。感召在呼吸，天高而听卑。况

是财赋地，流弊更易滋。习久遂成惯，令新未易施。五年茂苑地，两

载娄东时。区区持此心，有弊悉扫夷。执概许上苍，余米许持归。未

必宦遽瘠，所期民能肥。后为知县者，收漕其细思。”［３７］如果说父母

官的同情心态只是表达一种统治者的良知和自觉，那么乡绅的笔调

则重在反映百姓的现实呼声，如一曲《田家谣》，更是令人感怀伤心：

“农夫九月方筑场，里正哗传官下仓。翁言版筑事从缓，且挑新谷堆

蹋房。民米例取一掌赤，兵米例取一掌白。颗粒齐圆忌湿潮，验样从

来有规额。廒头上坐皆官亲，呼叱休将言语侵。仓门禁令森可畏，莫

恃戚属多绅衿。民得十而君取一，年年国课犹难完，怎怪催科吏喧

室。”［３８］在乡绅的笔下，江西不再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人间仙

境，而是地瘠民贫、怨声载道的阿鼻地域。

二是比较各地方的赋税征收水平，提出均平税率的制度要求。

乡绅对乡土税重的切身感受，是通过与周边州县进行比较取得的。

在同样的人口规模和耕地面积下，税额不同，争议就出现了。而土壤

肥力状况相同，人口与耕地面积比较差距与税额之间的比较差距悬

殊，也是导致讼争的导火索。顺治四年六月江西粮储道信牌颁行抚

州府和乐安县，最能说明乐安士民在倾诉赋重中所反映的均税背景：

“先据抚州申详，临川士民饶儒等告均输缘由到道，看得各邑钱粮有

取多取寡者，以地有肥硗广狭之异也，派赋有征米征银者，以输运有

水陆险夷之分也。临川为昭代首县，民繁户实，土沃粮多，独倍于邻

封。兵马络绎，糈艰难，亦独苦于邻封。是以有不平之鸣耳。但求府

属协济，如南、新二县成例，犹可徐为调停。乃欲举从来一定之赋额，

骤尔纷更之，独不思图己之轻，加人以重，自利病邻，其谁与我宜？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